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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父亲随王宠惠南下南京，转入司法

界工作。1927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王宠惠出

任司法部部长，他亲点父亲任司法部秘书，并兼任

“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南京期间，父亲曾

到中央大学兼课，并在南京法官训练所任主讲教

师。1932年父亲任江苏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后又被

转派到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任首席检察官。1934

年3月，父亲受聘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

界沦为“孤岛”。1939 年“76 号”敌伪特务机关成

立后，采取各种隐蔽手段向公共租界渗透。1942

年，为躲避日伪特务绑架，父亲侥幸脱险后辗转

到重庆，担任司法行政部参事和国防最高委员会

秘书，负责编写当时的《现行民事法规》。1943 年

春，司法行政部决定在湖南桂阳县设立最高法院

湘粤分庭，父亲被选派为该庭首席检察官。1945

年 1 月又任最高法院检察处检察官；8 月 15 日日

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立即被派任上海高等法院

首席检察官。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 本 宣 告 投 降 。1946 年

1 月，盟军在东京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要求中国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

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审判。根据国民政府外交部的

推荐，蒋介石最终选定父亲和梅汝璈分别担任代

表中国的检察官和法官。

1946 年 2 月 7 日，父亲和首任秘书裘劭恒抵

达东京履职。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

定审理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最初英、

美、澳等国认为，应以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

袭珍珠港之日）作为日本战犯犯罪日期的起点。

日本方面更是认为正式宣战后才算战争。但是，

根据日军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发生于 1928

年 6 月 4 日，以及日本参加缔约的《巴黎非战公

约》自 1928 年 1 月 1 日生效，中国提出审理日本

战犯犯罪的日期应从 1928 年 1 月 1 日起算，最终

被国际检察局认定。

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检察官团

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

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

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起诉书》总共 55 条

“诉因”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达 44 条之多。

东京审判于 1946 年 5 月 3 日正式开庭。当天

上午，首先由庭长韦伯致词，接着检察长季南介绍

各国检察官，第一位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下午

由法庭执行官范·米特上尉宣读检方《起诉书》。

东京审判遵循英美法律，检方起诉必须提供

充分的证据。抗战期间，限于战时环境，中国百姓

既缺乏收集证据的条件，也缺乏保留证据的意

识，加之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战时实施了极其严厉

的舆论封锁措施，在投降前后更是三令五申销毁

文档，这使得检方的取证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中

国检察组一方面通过函电向国内求援；另一方

面，在开庭之前，父亲和秘书裘劭恒亲自回国，陪

同季南检察长和国际检察局同仁，到上海、北平、

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

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

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

从 1946 年 5 月 13 日至 1948 年 4 月 16 日，对

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先后经过起诉、举证、辩论、

终讼四个阶段，父亲参加了全部庭审，共 414 次。

他在法庭陈词 20 余次，引用了大量证据来起诉

战犯罪行，澄清历史真相。

《起诉书》把日本侵华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侵略满洲，即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时

期。第二阶段是侵略全中国。

日本侵略满洲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

发端。经过检方的细致工作，两名证人出庭，使得

“皇姑屯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基于大量人证

物证，1948年 2月 11日，父亲和季南检察长等同仁

宣读“检方总结陈述”，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是

日本军国主义激进分子有计划的阴谋，而策划阴谋

和实施指挥的核心人物是板垣征四郎，他们的阴谋

得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及关东军的支持。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略满洲的审

理中，最引世人瞩目的证人是伪满洲国的“皇帝”

溥仪。经国际检察局通过，并取得苏联同意后，盟

军总部将溥仪引渡到东京。经过中国检察组的耐

心说服，特别是裘劭恒秘书多次和溥仪谈心，劝

说他揭发日本侵略罪行来立功赎罪。溥仪终于放

下包袱，从 1946 年 8 月 16 日起连续 8 天出庭作

证。在庭审记录中，关于溥仪出庭的记录达 453

页之多，其中溥仪回答控辩双方的诘问高达 764

次，创造了东京审判个人出庭的法庭纪录。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略全中国”

的审理阶段，揭露日军七七事变的阴谋成为关键

一环。父亲从东京频传电报，七七事变时任 29 军

军长的秦德纯则根据电报提供的信息，在出庭前

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以毛笔工整书写的证词

《七七事变纪实》，有力控诉了日军在卢沟桥事变

前后的侵略罪行。

在中国检察组和美国检察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除大量书证外，8 名证人从中国到东京出庭，

将日军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的暴行公之于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八章“违反战争法

规的犯罪”中专列一节“南京暴行”，以 9 页篇幅

详尽描述了日军的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南京

大屠杀日军陆军将领松井石根也因此被判处绞

刑。

中国检察组对日本战犯在中国使用鸦片和

其他麻醉毒品罪行的揭露，也使世人震惊。1946

年 8 月 15 日，父亲在法庭指出：“证据显示，一旦

日本在占领中国每个地方之后，那里就成为向下

一个地方进行毒品攻势的据点。在日本占领区出

现的越来越多的鸦片烟馆，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

作生产罂粟，大量的鸦片和毒品的进口，日本控

制的傀儡政府从鸦片和毒品交易中获取了巨额

的利益。”他引用了 1937 年国际联盟关于禁止鸦

片 与 其 他 危 险 药 品 走 私 的 声 明 ：“全 世 界 接 近

90％的非法白色毒品是由日本人在天津、大连以

及满洲和华北的其他城市制造的。”日本战犯在

中国种植、制造和贩卖毒品的罪行亦因此大白于

天下。

东京审判结束后，父亲回国向司法部、外交

部作了工作交代后返沪。他和秘书高文彬特意乘

轮船带回两套法庭文档，包括全部庭审记录和许

多证据，一套送外交部存档，一套送东吴大学法

学院供教学之用，可惜都不知所终。

东京审判行将结束之际，国民政府曾任命父

亲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他当即电辞。回国

后，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并提供

全家机票要求速往台湾赴任，父亲依旧拒绝受

命。他钟情于教书育人，此后便全身心投入到教

育工作之中。1949 年 2 月，他愉快地接受了大夏

大学（国内最早实施导师制的综合性私立大学）

和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聘请，担任国际公法、国际

私法、国际审判等课程的教学。5 月 26 日，我们一

家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中国对高校实行院系

调 整 。父 亲 到 复 旦 大 学 法 律 系 任 教 ，其 间 与 东

京 审 判 亲 历 者 杨 寿 林 和 挚 友 朱 彬 元 合 作 翻 译

了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1958 年，上海

社会科学院成立，他调任该院从事教学与研究

工 作 。1960 年 ，父 亲 被 调 到 新 成 立 的 上 海 财 经

学院任基础部英语教研室主任，直至 1965 年从

该校退休。

父亲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1980 年，中央

政府修改宪法前征求专家意见。当时父亲已 88

岁高龄，他花了许多时间仔细阅读草案，用心思

考；积极参加会议讨论，他的看法，颇得专家和相

关部门的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

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炮制了一系列美化侵略的反

动言论，实施了诸多为军国主义翻案的丑恶行

动。父亲看到此类报道，无比愤慨，他在一些会议

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谈话，痛斥日本企图复活军

国主义的可耻行径。

1985 年，南京市政府和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

部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父

亲抱病介绍了许多情况，来访人员对他的谈话进

行了录音和摄像，作为专题文献纪录片而永久保

存于纪念馆中。这也是父亲对国家、对人民最后

的贡献。

1987 年 8 月 31 日，父亲在上海溘然长逝，享

年 9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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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外关于东京审判

的研究远不如纽伦堡审判。上海图书馆和

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东京审判庭审记录

的第一手文档。为了了解东京审判的进程

与细节，特别是了解父亲和他团队的工作

和贡献，2006 年之后，我和爱人蒋馥利用探

亲访友的机会，多次自费到美国、日本、澳大

利亚等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和战争纪念馆搜

集资料。在我国驻当地使领馆同志和留学人

员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收藏法庭第一手资

料的场所，并复印了父亲在法庭 10次讲话的

英文记录以及若干照片和纪录片片段。以父

亲讲话的英文原稿及其中译文为基础，加上

母亲周芳对父亲的回忆录《良师爱侣忆明

思》，结合当年的媒体报道，我编写了《东京

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于 2010 年

在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

由于这些资料在中国是首次面世，立

即引起学界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还对文

化 部 、国 家 图 书 馆 和 教 育 部 作 了 重 要 批

示，指出：“研究东京审判的历史档案具有

战略意义，我国家图书馆应该收藏。请与向

隆万同志联系，以积极稳妥的方式复制这

些珍贵史料。也请贵仁同志选定有条件、有

基础的高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研究，为我

所用。”

很快，国家图书馆周和平馆长到上海

交大商议合作，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在北京

接见并表示大力支持。2011 年 5 月 3 日，在

东京审判开庭 65 周年纪念日，上海交大东

京审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被聘为名誉

主任。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 10 多年来，关

于东京审判历史文档的发掘和研究硕果累

累。下面仅作一个概述：

第一，整理出版了包括《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庭审记录》（80 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证据文献集成》（50 卷）《国际检察局讯问记

录》（70 卷）及其《索引与附录》（每套 3 卷）等

基础文献 300 多卷，填补了国内文献的空

白；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方便。

第二，完成国家和教育部及上海市重

大研究课题 19 项。

第三，撰写和编译学术专著及普及读

物数十册。

第四，主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3 次，

向世界发出中国之声。

第五，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专访数十次，在

报刊发表许多文章和谈话，在中央、上海、

江苏等电视台作专题讲座。

第六，应中央有关部门之约，建言献策

多次，发挥了智库作用。

第七，为上海电视台拍摄《东京审判》

和《亚太战争审判》等纪录片以及画家李斌

的文献式油画《东京审判》提供学术支撑。

总之，在东京审判的研究领域，上海交

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

公认的领军高地。

关于父亲及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工作状

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除《庭审记录》外，我

们编辑出版的《东京审判文集》和《向哲濬

东京审判函电和法庭陈述》收录了父亲大

量讲话、文稿和函电。2019 年我编写出版了

《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概述了父亲和中

国检察官团队的工作与贡献，荣获《法制日

报》当年评选的“法治图书十佳”榜首，2022

年被译为英文在加拿大出版。

随着形势的发展，2017 年，上海交通大

学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扩大

成立了“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明

年是东京审判开庭 80 周年，研究院决定总

结 10 多年的研究成果，编写出版《东京审判

全史》。初步计划将《全史》分为 10 卷，我和

梅汝璈法官的后人梅小侃、梅小璈一起，分

工编写其中一卷《中国与东京审判》。今年

我已 84 岁，梅氏姐弟也年逾古稀，能参与这

项工作，既感荣幸，更觉责任重大。东京审

判 期 间 ，父 亲 曾 在 一 封 公 函 中 表 明 决 心 ：

“谨查职自奉命来此办理检察事务，事繁人

少 ，与 在 事 各 员 ，昕 夕 从 公 ，未 敢 懈 怠 。”

（1948 年 1 月 12 日）梅汝璈法官也有如下表

态：“璈虽德薄能鲜，但职责所在，自必全力

以赴，决不懈怠。”（1948 年 7 月 23 日）“昕夕

从公，未敢懈怠”和“全力以赴，决不懈怠”

就是我们的榜样。

倏忽，东京审判过去了 79 年，令人遗憾

的是，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行在日本始终不

绝 。随 着 日 本 档 案 的 解 密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不仅是右翼学者，日本政府企图为判决

翻案也是由来已久。人们必须警惕！最后，

我想引用两位法学先辈掷地有声的警语作

为本文的结束：

梅汝璈：“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

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

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

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1961 年）

向哲濬：“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在

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

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

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

吐气！”（1985 年）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

中心名誉主任）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宣读投降

诏 书 ；9 月 12 日 ，日 本 军 政 代 表 梅 津 美 治郎和

重光葵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坚持抗战 14 年，和亚洲、世界人民一

起，赢得了最后胜利。为了铭记历史教训，维护世

界和平，战后盟国在纽伦堡和东京的军事法庭，

分别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元凶

进行审判。

我父亲向哲濬是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

检察官。他是湖南宁乡人，原名向哲文，字明思，

1892 年出生于沩河畔向家塅的一户农家。湖南民

风素以耕读为主，大沩向氏家族又有向构父等几

位思想先进的人物，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们

把向家祠堂所办的族学，改成六年制新式学校。

所有孩子，不论男女和家境，都要在这所学校接

受文化启蒙。父亲在祠堂学校毕业后，被家族资

助到长沙市修业学校深造。

清末，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状态。辛亥革命前夜，许多革命志士通过办学任

教，对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修业学校校董周

震鳞（多年后成为父亲的岳父）是第一批同盟会

会员。代数老师徐特立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慷慨

激昂，断指血书，父亲深受感动。他和同学陶峙岳

在衣襟上血书“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并立志勤

奋读书，将来以身报国。

1910 年，恰逢“游美肄业馆”初次向全国招

生，这是一所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学

校（后改为“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当时

父亲是中学二年级学生，由于修业学校不希望学

生投考外校，父亲便将原名“向哲文”改为“向哲

濬”去投考。想不到他在长沙市初试和湖南省复

试中都名列榜首。修业学校得知结果后，反而以

培养出这样的高才生为荣。

父亲到北京后又取得全国复试第一。他学习

认真，成绩优异，且热心为学生团体服务，深受师

生推崇。他高票当选为学生团体“达德学会”的会

长，其间组织了许多公益活动。1917 年父亲被选

派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行前他代表同年级学生

发表《告母校书》，感谢母校栽培，并抒发了学成

后报效祖国的心愿：“益以目悚时艰，心切国难兴

亡大责，刻锲五中，敢不矢志，集力奋发淬砺，期

副师友万一之望，尽国民分子之责。”

1920 年，父亲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同

年进入耶鲁法学院继续深造。在耶鲁学习期间，

他曾任该校中国学生会会长和世界学生会会长。

1921 年至 1922 年，中国北洋政府参加在华盛顿

举行的“九国会议”，父亲被派到华盛顿任中国代

表团团长王宠惠的秘书。

1922 年，父亲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资助研究

国际法。为学习和工作的方便，耶鲁法学院院长

将他介绍到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

院继续学习。1924 年 3 月 31 日和 4 月 1 日，他参加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主题

与第二期退还庚款有关。他是参加听证会的成员

中唯一中国人，以亲身经历阐述了清华学堂的办

学宗旨、教学内容和培养成绩，回答了关于款项

用途的质疑，确保了美国继续退还庚款的实施。

1925 年秋季，父亲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士

学位，不久便启程回国。

回国后，父亲分别在北京大学教英文和在北

京交通大学教国际公法。1926 年，他又同时被北

京法政大学和河北大学聘请任教。

二

三

1946年向哲濬赴东京前在上海所摄全家福。

通讯员 摄

1948年 2月 24日，向哲濬宣读对被告板垣征四郎的检方总结。 通讯员 摄

东京审判时向哲濬所用的打字机。

通讯员 摄


